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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北地区作为细石器出现和发展的主要地区之一，在进入全新世后随着新石

器化历程的加剧逐渐衰落。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华北地区细石器数量的减少与磨制石器、

居住和生业模式变迁等方面的关系来分析细石器衰落的原因。新石器时代中期，细石器

的数量减少，分布范围明显缩小，基本收缩到华北北部地区，南部的华北平原地区细石

器少见，磨制石器成为主流。细石器的衰落与磨制石器、定居和农业的发展有密切关

系。磨制石器、定居和农业在华北不同地区内部的发展速率并不相同，但不同地区在这

三方面发展的步调相对一致。南部华北平原地区是细石器衰落最快的地区，也是磨制石

器发展最快、定居和农业最早形成的地区。而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至燕山南麓地区是细

石器衰落最慢的地区，也是磨制石器发展最慢、定居和农业形成最晚的地区。细石叶因

为轻便，便于携带，能够满足人群高流动性的需要，因而成为采集狩猎人群最优选择的

工具。但随着冰期结束，气候转暖，人类流动性的降低，定居活动的增强，对便于携带

的细石器需求降低。另外，细石器已经不能满足定居和农业所产生的挖土、砍树、修木

等方面的需求。再加上细石器的制作技术难度较磨制石器高，随着农业逐渐成为主要生

计模式，细石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华北地区；新石器化；细石器的衰落

华北地区是细石器起源的地区之一，也是细石器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晚更新世晚

期到全新世早期是华北地区细石器的繁盛时期，发现细石器的遗址数量众多，细石器组

合也最丰富[1-3]。但进入全新世之后，华北地区开启新石器化历程，石质工具也逐渐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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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随着新石器化程度的加深，磨制石器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逐渐取代打制石器

成为主要生产工具[4]。随着磨制石器数量的逐渐增多，细石器的数量越来越少，分布范

围也越来越小，逐渐衰落。因此，细石器的衰落与新石器化有着密切关系。本文旨在通

过梳理华北地区新石器化历程中细石器数量的减少与磨制石器、居住和生业模式变迁等

方面的关系来分析细石器衰落的原因。

一、华北地区磨制石器的出现和发展与细石器的衰落过程

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主要

生产工具经历了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的转变。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

期，华北各地普遍以打制石器为主，虽然磨制石器开始出现，但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少。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除华北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至燕山南麓地区外，其他地区磨制石器

已经成为主要生产工具[4]。在石器的磨制化历程中，曾经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旧新石器

时代非常盛行的细石器数量也逐渐减少。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2.5万－0.9万年）是细石器的扩

散和流行时期[2-3]，各遗址普遍发现有细石器，细石器和其他打制石器及碾磨器一起成

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即使在有磨制石器出现的于家沟[5]、四台[6]、东胡林[7]、转

年[8]等遗址，细石核、细石叶和骨柄石刀也依然是常见石器类型，且华北北部地区的细

石器工艺和虎头梁[9]、籍箕滩[10]等遗址一样，沿袭了该地区旧石器晚期以来的楔形石核

系统。另外华北南部的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也出土细石器[11]，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

土的石核和石片不是细石器[12]。在华北东部的扁扁洞[13]、华北西部的吉县柿子滩[14-15]等

遗址发现的细石器也仍和其他打制石器及碾磨器一样为主要工具。

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9000－7000年）时，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的比例明显下

降，磨制石器的数量和类型都显著增多，器型除斧、锛外，出现了铲和刀。但细石器

在华北各地的衰落速度并不一致。南部华北平原地区细石器的衰落速度较快，除裴李

岗遗址[16-17]外，大多数遗址上发现的细石器数量已经很少，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的数量

已经相当，有的甚至超过打制石器，只是打制石器和碾磨器仍占一定比例。但华北南部

靠近北部地区的遗址，如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18]仍和华北北部地区一样，细石器和其他

打制石器及碾磨器的数量依然是石质工具的主流，磨制石器的比例很小。西部太行山以

西的晋陕高原地区缺少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关中地区和东部海岱地区则以打制石器和

碾磨器为主，细石器数量不多。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7000－5000年），除华北北部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

石器的磨制化历程，细石器基本不见，斧、锛、刀、铲等磨制石器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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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这一地区直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期以后磨制石器才由南向北逐渐成为主

流，但打制石器、碾磨器、细石器仍占一定的比例。

可以看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细石器仍是主要石质工具，但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细石器的数量开始减少，分布范围开始缩小。南部华北平原地区

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时期该地区遗址上大多已不见细石器，磨制石器的数量

与打制石器相当，甚至超过打制石器。但在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至燕山南麓地区，细石

器仍是主要的石质工具。东部海岱地区和太行山西部的关中地区虽然磨制石器还未成为

主流，但细石器也少见，石质工具主要是打制石器和碾磨器。细石器的分布范围在这一

时期基本收缩到华北北部地区，细石器明显衰落。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沿袭了新石器时

代中期的情况，细石器基本仅在华北北部地区遗址中占有一定比例，南部华北平原地区

磨制石器已经成为主流，细石器基本不见。而华北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

期以后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二、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居住模式的变迁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灰坑、火塘、房址、墓葬等具有定居指

示性的遗迹[19]开始在华北地区的遗址中出现。火塘周围和房址内居住面上还常发现石制

品、陶器和动物骨骼，人们在这些遗迹周围活动，流动性降低，但在同一地点的长期定

居生活可能还未开始。这一时期的生存策略被概括为低群体流动、高个体流动[20]。

这些定居指示性遗迹在这一时期的数量和规模都不大，但在华北各地区出现的类型

不同，北部地区类型较全。河北尚义四台遗址第一组遗存（距今约10400－10000年）发

现6座近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面积约20平方米，内有柱洞、地面灶，地面凹凸

不平，不见红烧土，有灰烬堆积。房内有细石器、打制时期、骨角器和陶片[6,21-22]。东

胡林遗址发现有墓葬、火塘、灰坑，墓葬均为土坑竖穴，葬式为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

火塘10余座，多呈不规则圆形，火塘内有大小不等的石块、动物骨骼和灰烬。火塘HD3

上部石块堆积较乱，底部四周的石块似经过排列，大致堆积成大半个圆圈状，应是有意

为之，中间为黄土地面，发掘者推测可能为季节性活动使用的火塘[7]。北京转年遗址没

有发现房址，从地层内石制品和木炭渣、陶器的集中分布情况来看，可能是古人制作石

器和生活的场所[8]。华北南部地区目前发现的遗迹现象较少，仅有灰坑、灰沟和灶。河

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有灰坑、灰沟和灶，还发现有陶片[12,23]，被认为是人类获取动植

物资源及就地加工、进食的场所[24]。华北东部和西部地区仅发现用火遗迹。山东临淄赵

家徐窑遗址发现多频次红烧土堆积，在红烧土西侧发现一处保存完整的临时性人类活动

营地，出土火塘、陶片、陶塑、石制品等千余件。多频次红烧土的发现表明当时人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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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流动性降低[25]。

新石器时代中期，灰坑、房址、墓葬等已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遗迹数量增多，

规模增大，并出现陶窑、广场、环壕等新的有定居指示性的大型遗迹。这些大型遗迹的

修建费时费力，需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完成。费时费力地修建完这样的大型建筑，如果

不是长期使用，修建的必要性不大。因此这些大型遗迹的出现显示居住模式开始复杂，

定居程度增强。

但这些遗迹出现在华北各地的时间并不一致。北部地区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情况

类似，仅发现房址和灰沟等，暂未发现其他建筑。但房址和发现房址的遗址数量均增

多，房址规模增大。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从第二组（距今约9400－9000年）到第四组（距

今7200－7000年）房址虽然都还是半地穴式，但第二组的房址形状不规整，第四组时就

已经比较规整，且房内多有浅灶坑或支石灶。第三组（距今7600－7400年）房址平面为

圆角长方形或方形，少数有门道，中部有浅灶坑，柱洞分布于灶周围[6,21-22]。除在新石

器早期就出现房址的四台遗址外，北部地区还有一些遗址在这一时期也出现房址。内蒙

古裕民遗址第4层下发现有14座半地穴式房址和1条灰沟[26]。四麻沟遗址早段发现19座房

址、室外灶21座，发掘者认为裕民遗址可能为冬季营地，四麻沟遗址可能为夏季营

地[27]。河北康保兴隆遗址第一至三期半地穴式房址开始大量出现，规模逐渐增大。房址

面积从第一期的10余平方米增大到第三期的40－50平方米，室内有石板灶，第三期时有

的房址侧壁有较大窖穴[28]。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也发现14座房址[29-30]。上述房址内基本

都发现有石制品和陶片等。

华北南部则是发现遗迹类型最多的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所有类型的遗迹都在该

地区出现。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第一期发现有灰坑、房址和一个祭祀场。房址有14座，

有些房址内发现大量有关石器加工的石制品。祭祀场面积90余平方米，挖在生土上，

地面平整，中心位置有一深褐色的矮土丘，其余地面上有9个用于祭祀的浅坑和一个深

坑。祭祀活动面上分组排列各种祭器，包括中小型陶直腹盆、各种磨制石器、玉器、水

晶等，其中一件磨制大石耜，长46厘米，通体打磨精致[18]。磁山遗址虽然只发现房址和

灰坑，但其中长方形部分灰坑壁上发现斧和木耒之类的工具痕，62个灰坑中分别发现厚

0.3－2米的粮食堆积[31]。裴李岗遗址发现有百余座墓葬的公共墓地，且墓里有石器和陶

器等随葬品。居住区还发现陶窑和窖穴[16-17,32]。河南新郑唐户遗址的聚落面积达30万平

方米，与同时期其他遗址一二万平方米的面积相比，规模大出许多。遗址上发现房址、

灰坑、墓葬和壕沟。其中房址63座，不仅有单间式，还有双间式。房址分南、北两组，

分别以面积最大的F42和F46为中心，其他房址的门分别朝向这两座房址，呈向心凝聚

式分布。墓葬发现一座，随葬陶壶一件[33-35]。在新郑沙窝李[36]、新密莪沟北岗[37-38]和长

葛石固遗址[39]也都发现了灰坑、房址和墓葬。贾湖遗址发现了灰坑、房址、墓葬、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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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广场和环壕[40-41]，2025年墓葬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木棺[42]。这些发现说明华北平

原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可能已基本实现定居。

华北东部海岱地区的后李[43-44]和西河遗址[45-46]发现有灰坑、房址、墓葬，小荆山遗

址还发现有环壕，环壕内有房址和墓地[47]，显示定居程度较高。华北西部关中地区的临

潼白家村遗址发现灰坑、房址和墓葬，墓葬包括儿童葬[48]。有学者认为，白家村是大地

湾类型被迫西迁关中的结果，面对森林草原植被的减少、动物种类数量的不同，以及关

中地区资源斑块性特征，提高了流动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覆盖到所需资源的分布区

域。但之后则开始对关中地区的资源进行全面预开发[49]。渭南北刘遗址与白家村遗址隔

渭河相望，也发现灰坑和墓葬[50]，但没有儿童墓，规划性也没有白家村强，定居程度和

复杂程度不如白家村。

从以上华北各地区遗址上发现与定居有关的遗迹种类和数量来看，这一时期，定居

程度普遍较新石器时代早期高。而定居程度最高、模式最复杂的是南部华北平原地区，

一些遗址如唐户，已经出现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半坡、姜寨遗址相似的向心式聚落模式。

这一地区大部分遗址可能已经开始完全定居。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至燕山南麓地区则是

定居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相似，仍然只有灰坑和房址，只是数量多

了些，规模大了些。

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房址、墓葬、陶窑及环壕、中心广场等有定居指示性的

遗迹大量出现，数量远多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新石器时代中期一样，这些遗迹在华北

各地出现的情况并不相同。南部的华北平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些遗迹现象就已经

全部出现，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实现定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规模更大，这些遗

迹现象也更为普遍。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还发现8座联排的灶[51]。在濮阳西水坡遗址还

发现三组蚌壳摆塑的动物图案[52-53]。冯时认为这是一幅完整的星象图，是先民“文明以

止”的文化体现[54]。

华北东部地区北辛文化时期目前发现的遗迹主要是灰坑、房址、窖穴和瓮棺葬[55-56]。

但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则出现了像大汶口遗址[57]和王因遗址[58]这样有几百座墓葬的公

共墓地，其中大多数墓葬有随葬品，且有的随葬品非常丰富。规模庞大的公共墓地和丰

富的随葬品表明已经完全定居。而华北西部地区这一时期则出现了像半坡和姜寨这样具

有向心式房屋排列的环壕聚落模式，成熟的定居农业村落形成。

相比之下，华北北部地区这一时期具有定居指示性的遗迹和新石器时代中期差不

多，依然仅有灰坑、房址、支石灶，只是在康保兴隆遗址第五期发现了竖穴墓[28]。但在

相当于小河沿时期的阳原姜家梁遗址发现了两片经过规划的墓地，墓葬普遍有用棺的现

象，但随葬品方面差别很大，有的没有随葬品，有的有4－5件，男性多随葬石斧、锛等

工具，女性多随葬纺轮[30]。说明华北北部地区在这一时期稍晚时期定居程度也已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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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聚落模式可能与其他地区略有不同。

从具有定居指示性遗迹在华北不同地区出现的数量和规模来看，华北南部地区是定

居模式发展最快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大部分地区可能已经实现完全定居。华北东

部和西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基本实现完全定居。华北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定居程度也已经很高。

三、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模式的变迁

大约距今2.9万年，末次冰期开始，并在距今2.65万年左右达到最盛期（LGM）[59]，

进入全新世之后，气候开始回暖。在末次冰期的环境压力下，狩猎采集者们必须提高流

动性，以便获得他们已经习惯利用的资源。当流动性达到极限后，只有选择去开发利用

新的、更多种类的资源，广谱经济模式就此产生[60]。对北京转年和东胡林、河北徐水南

庄头、山西吉县柿子滩等遗址的植物浮选、石器和陶器上的微体植物遗存及出土动物骨

骼的研究也表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生业模式仍是采集狩猎，

但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不断增强，开始对粟进行驯化[61]。

新石器时代中期，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生计模式仍主要是采集狩猎，农业仍较薄弱，

但农业的比重较前一阶段增加。北京上宅，河南莪沟北岗、唐户和贾湖，山东小荆山和

月庄等遗址石器和陶器上的植物微体遗存的研究均表明，这一时期植物利用中最多的是

野生的橡子和块茎类植物。康保兴隆遗址第一至三期浮选出的大植物种子有栽培的粟、

黍，但仍保留有野生祖本的特征，黍的出土概率和相对百分比均高于粟。同时人类活

动伴生的杂草增多，间接表明植物资源利用强度的增加，作物栽培甚至农耕活动不断增

加。说明兴隆遗址早期先民以采集狩猎为主但开始尝试农耕生产，由狩猎采集的流动生

活方式向稳定性强的作物栽培定居方式转变[62]。动物资源利用方面，即使在磨制石器化

程度最高、细石器最少的华北南部地区，虽然家养动物的比例比较高，但狩猎和捕捞仍

占重要地位。裴李岗、莪沟北岗、水泉、沙窝李等遗址先民获取肉食的方式可能以驯养

为主，但磁山和贾湖遗址出土骨器表明狩猎和捕捞经济仍占有一定比例，只是在贾湖遗

址晚期狩猎采集的比例下降，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华北东部

和西部地区均是野生动物较多，驯化动物较少。虽然农业已经出现，并占一定比重，但

生业经济仍以采集狩猎为主[61]。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已在除华北北部地区外的其他地区成为主要的生计模

式，而华北北部地区则可能直到相当于夏家店下层时期农业才成为主流[63-64]。当然也有

特殊情况，华北西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都存在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和采

集狩猎为主、农业为辅的生业方式共存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末期依然存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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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华北南部地区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形成最早，在贾湖遗址较晚时期可能

已经形成。而在华北北部地区形成最晚，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可能依然没有成为主要生

计模式。

四、华北地区细石器衰落的原因

从以上磨制石器、定居和农业在华北地区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三个新石器化的重要

因素在华北不同地区内部的发展速率并不相同，但不同地区之间在这三个方面发展的步

调相对一致。南部华北平原地区不仅是磨制石器发展最快、细石器衰落最快的地区，也

是定居和农业最早形成的地区。相反，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至燕山南麓地区是磨制石器

发展最慢、细石器衰落最慢的地区，也是定居和农业形成最晚的地区。因此，细石器的

衰落与磨制石器、定居和农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细石器是人群高流动性的体现[66]。细石叶工艺的产生就是因为轻便，便于携带，

能够满足人群高流动性的需要[60]，因而成为采集狩猎人群最优选择的工具。华北地区

细石器的出现与发展，与末次冰期最盛期的出现与发展及与其带来的环境变化趋势相

耦合[2]，也说明了这一点。末次冰期结束以后，气候转暖，人类从洞穴走向旷野，开始

在河湖附近阶地平原露营，流动性降低，对便于携带的细石器需求降低。随着定居逐渐

成为主要生活方式，细石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同时，定居开始，需要挖土、砍树、

修木建房，因此对斧、锛、铲等大型工具的需求增加，磨制石器中最先出现的就是斧、

锛和铲，应当正是满足了这一需求。相比之下，细石器对于这一需求无能为力。农业的

发展需要人们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对农作物进行种植栽培，农作物种植所需的铲和收割所

需的刀也就逐渐成为主要工具。虽然用细石叶制作的骨柄石刀也可以用来收割，但制作

磨制石刀的技术难度远低于制作细石器[61]。随着农业逐渐成为主要生计模式，细石器逐

渐退出历史舞台。

附记 本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项目“石玉器生产与社会变迁”（项

目编号：2024KGYJ017）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扶持项目

“古代中国境内‘西玉东输’的时间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2025030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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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primary regions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liths, North China experienced a gradual decline in their use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Neolithization process after the onset of the Holocen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microliths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microliths in North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in ground stone tools,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subsistence strategies. During the Middle Neolithic, the number 

of microliths decreased, and their distribution range significantly shrank, becoming largely 

confined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North China. In the southern North China Plain, microliths 

became rare, while ground stone tools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tool type. The decline 

of microlith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ound stone tools, sedentism, 

and agriculture. Although the rates of development of ground stone tools, sedentism, and 

agriculture varied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of North China, the overall trajectory of these three 

aspects was relatively consistent across regions. The southern North China Plain experienced 

the most rapid decline in microliths, coinciding with the fastest development of ground stone 

tools and the earliest emergence of sedentism and agriculture. Conversely, the region from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Inner Mongolia Plateau to the southern foothills of the Yanshan 

Mountains witnessed the slowest decline in microliths, along with the slowest development 

of ground stone tools and the latest emergence of sedentism and agriculture. Due to their 

lightweight and portability, microlithic blades were well-suited to the needs of highly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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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s, making them the optimal tool choice for hunter-gatherer groups. However, with 

the end of the Ice Age and the subsequent warming of the climate, human mobility decreased 

and sedentary activities increased, leading to a reduced demand for portable microliths. 

Furthermore, microliths could no long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edentism and agriculture, 

such as digging, tree felling, and woodworking.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production 

techniques for microliths were more complex than those for ground stone tools, microliths 

gradually faded from use as agriculture became the dominant subsistence strategy.

Keywords: North China; Neolithization; decline of microliths


